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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强,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是新发展格局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本文以省级数据为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对营商环境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区域层

面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的复杂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显示:(1)单一的营商环境要素并非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

数量或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 (2)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路径有

2 条,即“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与“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且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

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路径同样存在 2 条,即“政务引领型”和“优势均衡型”。 (3)不存在同

时可以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的营商环境组态,但存在 1 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非高专精特新企

业数量及质量。 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促进区域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营商环境组态,并为不同区域加快实现中

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　 专精特新　 创新能力　 制度逻辑

　 　 中图分类号:F276.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3)08-0126-19

　 　 一、问题提出

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 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

力强,处在产业链核心位置,能够克服中小企业的资源约束、低端锁定等“硬伤” [1-2] 。 《“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规划》指出,聚焦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构建从孵化培育、成长

扶持到推动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梯次培育体系。 培育一批高质量的专精特新企业,有助于补链、固链、强链,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6] 。 回顾专精特新的发展历程,从探索实践到重视肯定,再到全面铺开,
可以说,专精特新企业兼具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不仅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企业自身战略定位、资
源能力交互作用的时代产物,更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要求。 然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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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技术、细分市场“天花板”等因素使得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近年来,虽然专精特新作为重要的政策概念与实践现象逐渐被学者所关注,但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研

究仍然较为缺乏。 有关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处于初期的快速积累阶段,尚未形成全面、稳定、一贯的理论体

系。 在已有的研究中,部分学者将专精特新企业视为“单项冠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的后备力量,分析其

“提质”问题,即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向上跃迁” [7] ;还有部分学者将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发展目标,

探讨其“增量”问题,即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向下辐射” [8] 。 相关研究为专精特新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

了有益的理论启示,但仍然有所欠缺: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处于复杂、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其成长问题鲜被

纳入非线性演化的复杂系统研究范式中[9-10] ,已有文献也无法回答宏观层面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背后可能存

在的复杂作用机制[11] ;另一方面,相关研究忽略了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作用。 学者们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探讨往往围绕中国经济金字塔的“塔尖”———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展

开[12] ,而“塔基”———中小企业处于被忽视的尴尬境地。 需要明确的是,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具有多维性与丰

富性,专精特新企业应系统地创造竞争优势[13] 。
高质量发展要求“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 然而,中国不同区域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数

量与质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理论上,以营商环境为重要体现的制度框架对新兴经济体的中小企业至关重要,
深刻影响着中小企业的创新行为与网络关系[14] 。 营商环境被定义为“市场主体在准入、经营和退出等过程中

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一个综合性的生态系统” [15-16] 。 具体而言,营商环境确定了区域内的合法性规则,建立了

创新的激励机制,并为创新活动分配相应资源,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17-18] 。 实践中,专精特新企业与

营商环境生态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与提质对营商环境生态有着差

异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应具备灵活性以应对动态的、复杂的营商环境生态[19] 。 专精特新企业作

为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其战略选择、资源禀赋、绩效表现等方面均不同于大型企业,对自身发展所面临的营商

环境变化可能会作出有别于大型企业的响应,既有研究结论可能无法适用于解释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制度逻辑问题。 已有研究表明,营商环境改善将对较小规模民营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20] 。 因此,
塑造能够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协同发展的营商环境是缓解区域间差异、实现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

的重要举措[21-23] 。 但是,政府的注意力与资源都是有限的[24] ,而且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涉及众多领域的系统

性工程[25]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才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既是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也是亟需探

索的科学问题。
鉴于此,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以中国 31 个省份(不包含香港、澳门、台湾)为样本,定性比较分析营商

环境的组态效应,探究营商环境组态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尝试回答如下问题:
某个营商环境要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是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必要条件? 什么样的营商

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 以及是否存在一种或多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

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和质量? 以期挖掘营商环境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作用机制,揭
示营商环境生态在中小企业培育中的重要作用,并为不同区域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提质提供理论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专精特新与隐形冠军

西蒙(2015)提出隐形冠军企业具有如下特点:(1)不为消费者所知;(2)在行业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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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模不大,但生存时间往往在 30 年以上;(4)专注于利基市场[26] 。 这些市场领导者对德国可持续性的

出口能力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支撑德国经济的主力军。 以“隐形冠军”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解释了为何德

国能够保持强劲的出口能力[26] 。 同德国相似,中国有着深厚的制造基础和大量的中小企业(占企业总量的

90%以上)。 虽然 2021 年中国绝对出口额达到了 3. 36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出口额远远落后于

德国、韩国、法国等国家,并不能算全球化的真正赢家。 在双循环背景与解决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

导向下,中国开始着力培育更多中国式隐形冠军企业,构建“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省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领航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 中小企业家们也逐渐意识到

“隐形冠军”的现实意义,尝试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方向。
现有研究在探讨隐形冠军企业时,从战略、能力、认知等视角切入,在理论层面探讨了隐形冠军企业成

长与绩效背后的复杂作用机制[27-31] ,也关注了外部环境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剖析制度环境对隐形冠军企业

的影响。 一个例外是,兰道等(Landau
 

et
 

al.,2016)指出,隐形冠军企业具备制度杠杆能力,能够利用制度环

境提供的有形或无形支持获得战略利益,将区域的制度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制度杠杆能力可以解

释隐形冠军企业的内部异质性[32] 。 实践中,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研发环境、双轨制教育体系、国际化的氛围

等制度性因素为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的成长提供了土壤。 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体,由于全国各地的转

型速度不均衡,制度环境具有高度的差异性与不稳定性[33] 。 制度环境将深刻影响中小企业创新的成本、风
险、机会。 例如,朱等人(Zhu

 

et
 

al.,2012)确定了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创新的五大关键制度障碍:公平竞争、
融资渠道、法律法规、税收负担和支持系统[34] 。 综上,专精特新企业的提质需要创新、开放的制度体系作为

保障与基础。

　 　 (二)专精特新与中小企业

广大中小企业是中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逆势增长,嵌入高端价值链,在全球生产组织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5-36] 。 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规模不经济、特色难彰显、组织化程度低等瓶

颈,尤其众多制造业中小企业被锁定于“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37] ,附加值较低,现阶段并不适应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38] 。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群体内存在极高的异质性。 专精特新企业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在乌

卡(VUCA)时代,此类企业仍然实现了逆势增长,体现在:(1)经营状况(产销、订货、盈利等)明显好于中小

企业总体;(2)企业创新活跃;(3)对未来信心较强。 中小企业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培育一批高质量

的专精特新企业将有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现有研究对于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但较少在宏观层面、从生态系统视角出发探讨

中小企业的培育机制[39] ,尤其缺乏对中小企业成长的过程性分析。 已有研究实证分析表明,政府在促进创

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通过影响企业的创新方向,进而影响企业绩效[19,40] 。 卡洛菲等(Caloffi
 

et
 

al.,2022)
的研究也表明,中小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依赖于政府提供的创新补贴、技术和创新咨询服务等创新政策工具

组合[41] 。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系统的规范性与健康性深刻影响系统内各主体的价值共创行为,中小企业的

生存(stand-up)、创业(start-up)与增长(scale-up)尤其取决于与地方政策、法规和文化相关的制度性环境因

素[42-44] 。 综上,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创新驱动成长所需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40] 。
基于上述分析,现有文献对中小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成长的路径、机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探讨,但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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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关于专精特新企业在宏观层面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政策分析方面,鲜有文献从生态系统视角分析制度环

境对不同区域内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企业的影响[40] 。 实践中,制度环境差异是理解区域发展差异的重要线

索[45] 。 中小企业与隐形冠军企业的成长均离不开所处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并且制度环境与市场主

体的互动往往是非线性的、复杂的[11,32] 。 此外,专精特新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构念,不应仅仅被视为隐

形冠军的“预备役”或广大中小企业的“终极理想”,而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模式

与理论体系。 特别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创新链、产业链的中坚力量,处于梯度培育体系的中间层,
具备跃升潜力与辐射能力[22,46] ,但针对该类企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理论框架

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生态反映了区域内影响市场主体活动的综合环境,既是区域制度性因素的重要体

现,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18,21,47] 。 已有学者探讨了省域、市域、县域层面良好的营商环境对

于创业活跃度[11] 、全要素生产率[21] 、民营企业经营活力[48] 、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49] ,以及营商环境自

身存在的空间竞争效应[49] ,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启示。 但仅有少量研究分析营商环境与中小企

业成长的关系,如邵传林(2021)认为营商环境改善能够弥补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影响区域内中小型民营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20] ;叶振宇和庄宗武(2022)发现良好城市营商环境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有助于

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22] 。 综上所述,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采用营商环境生态框架,以营商环境要素作为

组态条件,尝试识别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多重实现路径。
中国不同省份间存在显著的营商环境差异[23,45] ,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与发展在省域间同样存在明显差

异。 因此,本文关注省域层面营商环境对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影响,以期为各省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

量发展以及不同省份间的平衡发展提供启示。 在营商环境生态的分析框架方面,现有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评

价体系,例如李兰等(2019)采用政府效率、司法效率、产权保护环境、投融资环境、要素市场环境、中介服务

环境与政府干预共计 7 个因素测量营商环境指数[50]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2021)构建的营商

环境评价体系涉及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创新环境 6 个指标[47] 。 张三保等

(2020)基于“十三五”规划中对营商环境的阐述,确定了围绕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共

计 4 个维度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18] 。 该评价体系更加符合中国情境、突出中国特色,能够从多维度衡量省

域营商环境,与同样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问题相呼应。 鉴于此,本文将关注市场环境、政务环

境、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王一鸣(2020)指出,中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特征之一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有必要在

未来发展中填补数量缺口与质量缺口[51] 。 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提升的关键在于,通过营商环境保障创新驱动

和科技突破,实现技术迭代与赶超;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增长的核心在于,通过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平衡作

用机制,塑造适宜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化发展的营商环境。 西蒙(2015)指出隐形冠军的竞争优势源于创新,
并且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创新竞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尽管人力和财力资源有限,隐形冠军企业仍保持对研

发的持续高投入[26] 。 李和马莱尔巴(Lee
 

&
 

Malerba,2017)认为实现产业引领与追赶取决于技术窗口、需求

窗口和制度窗口,其中制度本身既是窗口,又会影响技术窗口与需求窗口的形成与消失[52] 。 专精特新企业

的灵魂是创新,通过营商环境推动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也应在创新[4] 。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
业的竞争优势源自拥有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及组织可利用性的资源[53] ;

 

制度理论指出,企业需要遵

守制度环境的规则和规范以获得合法性[54] 。 创新可以使企业区别于同行,同时也可能阻碍其合法性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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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55] 。 专精特新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有必要考虑一致性与差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此外,创新三角形框架包

括成本-风险-机会(CRO),其中创新成本是指税收负担、融资渠道和进入壁垒;创新机会包括与竞争公平、
行业垄断和获得公众支持等相关的因素;创新风险是指应对复杂法规的能力、外部服务的可用性、市场力量

的程度,以及新技术、新市场的渠道与信息[34] 。 上述三个维度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制度性助力或阻力。 综上,本文将基于资源基础观、制度理论以及创新三角形框架,探索营商环

境生态对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影响,以下介绍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与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

的关系。

　 　 (一)市场环境与专精特新

1. 市场环境与专精特新数量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良好营商环境生态的重要基础,涉及融资、创新、竞争公平、资源获取、市场中

介[18] 。 中小企业往往存在资源不足、路径依赖、抗风险能力差等结构性问题。 专精特新化发展,需要更高水

平的融资环境、研发投入、中介支持,以及更低水平的资源获取成本。 尤其是,实现成为利基市场的领导者

的宏伟目标,有赖于市场的公平环境[30] 。 区域范围内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助于中小企业克服困难,增加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而竞争失调的市场环境将严重打击中小企业家的积极性,减少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2. 市场环境与专精特新质量

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制度环境给予市场主体充分的创新空间。 更高的市场化水平意味

着市场受到的政府干预更少,参与的非国有商业活动更多,拥有更加开放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56] 。
大量研究表明,市场环境深刻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19] 。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各类要素的综合作用能够

为专精特新企业降低创新成本、提供创新机会并减少创新风险[34] ,提升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为其技术跃

迁、创新引领打下基础;而竞争失调的市场环境将使得专精特新企业被“挤出”创新竞赛。

　 　 (二)政务环境与专精特新

1. 政务环境与专精特新数量

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是良好营商环境生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涉及政府关怀、政府效率、政府廉洁与政府

透明[18] 。 为区域内中小企业的培育提供良好的政务环境,从而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梯度成长,考验着各地政

府的管理智慧。 良好的政务环境为中小企业通过制度杠杆能力打破自身的资源劣势,获得进一步成长奠定

了基础[32] 。 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以及高水平的关怀,能够减少中小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
并提振中小企业家信心,促使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道路。

2. 政务环境与专精特新质量

实践表明,良好的政务环境将带来创新活动的增加。 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以及高水平的关怀有助于

专精特新企业降低创新成本、开发创新机会并减少创新风险,激发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行为。 政府向专精

特新企业提供的制度支持,包括创新基金、创新券等各类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取并增强创

新产出[7,41,57] ,使其获得并维持在利基市场上的先行者优势[58] ,进而提升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三)法律政策环境与专精特新

1. 法律政策环境与专精特新数量

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涉及司法公正、产权保护、社会治安、司法服务与司法公开[18] ,是良好营商环

境生态的重要保障。 其中,司法公正、司法服务与司法公开等监管措施能够改善契约环境,对于创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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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产力以及促进增长均十分重要[59] ;产权保护是优化营商环境生态的重要举措,能够降低市场摩擦,有
利于拓宽外部融资渠道,从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60] 。 因此,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有助于区域内

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化。
2. 法律政策环境与专精特新质量

法律政策实施具有极高的复杂性,表现在政策责任存在于多个组织之间的多级分散机构,即对中小企

业创新的监管来自不同的部门或不同地区政府,且这些政策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 营商环境生态内的司法

公正、司法服务与司法公开以及产权保护、社会治安,能够促进公平竞争、打破行业垄断并简化纷繁复杂的

法律法规,进而提供创新机会并降低创新成本,有利于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技术跃迁、创新引领[61] 。

　 　 (四)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

1. 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数量

人文环境以开放包容为目标,涉及对外开放与社会信用,是营商环境生态中无形的文化土壤[18] 。 对外

开放将有助于新技术、新资本与新市场的形成,正向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性[62] ;区域范围内信用体系建设工

作的开展有助于打破银企信息不对称、增强企业间信任,进而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并促进组织间的学

习[63] 。 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有助于中小企业的成长,进而实现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增长;而封闭固化

的人文环境将进一步强化中小企业的“低端锁定”,不利于其转型升级。
2. 人文环境与专精特新质量

区域对外开放与社会信用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获得融资渠道、公众支持及外部服务,并且

能够为该区域注入新技术、新渠道与新信息。 利基战略要求专精特新企业“走出去”,采用全球利基商业模

式是专精特新企业克服细分市场局限和增加海外销售的一条卓有成效的道路[64] 。 已有研究表明,当社会信

任水平较高的时候,中小企业家将愿意承担更多风险,更有动力进行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力度[56] 。 因此,开
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能够为专精特新企业减少创新成本、提供创新机会并降低创新风险,有助于专精特新企

业进一步成长为单项冠军企业、领航企业。
 

　 　 (五)组态视角下营商环境要素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质量的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已有研究为营商环境要素与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
然而,现有文献尚未厘清营商环境生态对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多元路径和复杂机制,有待进一步

挖掘。 首先,单一营商环境生态要素与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之间的关系存在情境性。 例如,周江华等(2022)
认为对外开放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双刃剑”影响,取决于企业对外商投资的依赖程度[62] ;对于高新技术企

业而言,市场竞争与创新投入呈倒 U 型关系,且资源配置手段发挥着差异性的调节作用[65] 。 其次,在复杂的

营商环境生态下,不同要素之间往往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相互影响[23] 。 低融资可得性、政府过度干预等营

商环境因素将对中小企业的盈利能力带来毁灭性打击,造成区域内的创新负循环。 理论上,市场环境中更

高的融资水平、中介支持与更低的资源获取成本,有利于创新的投入、转化与产出,与此同时,人文环境中的

社会信用将促进产学研合作与产业集群,将进一步地优化市场环境内的资源配置,形成区域内的创新“正循

环”。 但实证研究表明,当企业所在地区具有较高的市场化水平时,社会信任水平对中小企业研发投资的影

响将不再显著,即市场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替代关系[56] 。 再次,不同细分行业由于产

业类型、生命周期的差异,需要营商环境要素的差异性配置。 专精特新企业布局在“中国制造 2025”的十大

重点产业领域,主要分布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机械装备、生物医药行业,基本为技术密集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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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但仍然可以依据产业成长阶段分为成长期产业和成熟期产业;依据产业组织结构类型分为垄断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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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和竞争性产业,对营商环境生态有着

差异性的需求[66] 。 基于上述分析,
营商环境生态内各要素的复杂互动

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 / 质量

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性问题。
因此,本文将基于组态视角开展研

究,重点探索营商环境生态影响专精

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复杂作用机

制,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定性及定量研究局限的社

会科学研究范式,已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研究[67] 。 定性比较分析吸收了定性分析的优势(案例导向和深入

性),同时避免了定量分析的局限性(大样本导向和低细粒度)。 传统的回归分析旨在探索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净效应[68-69] ,而基于集合论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CA)方法能够检查复杂的因果关系,判断不同的

前因条件如何“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 因此,本文采用 fsQCA 方法研究了营商环境中包含的四个重要的

因素(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如何协同作用影响省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

　 　 (二)数据构建

1. 数据来源

自 2019 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累计认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计 8
 

997 家。 这些“小巨

人”企业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企业,也
是中国未来的隐形冠军企业。 具体而言,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市场细分占有率在全国或所在省份名列前

茅,研发实力强且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科技成果,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

源为《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 2022》以及智慧芽《202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报告》。 相关报

告的基础数据源自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渠道,为本文尝试探索的问题———
“如何优化营商环境生态才能促进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2. 测量与校准
 

该组态分析的前因条件为营商环境的四个维度———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相应数据为

《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 2022》的一级指标。 本文针对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与专精特新企业的客观情

况,尝试探索区域层面专精特新企业“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的衡量方式。 其中,“量的合理增长”
以区域累计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衡量;“质的有效提升”要求创新驱动与科技突破,实现技术

迭代与赶超,参考以往学者在宏观层面对区域创新水平的测度[70-71] ,本文采用平均每家“小巨人”企业的有效

发明专利量来衡量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质量水平,这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1)由于不同地区专精特新企业

数量存在较大差异,无法使用专利总量进行衡量,因此采用平均专利数量衡量其创新水平;(2)发明专利相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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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及创新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产品技术的新突破[72] ;

(3)转型经济情境下,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开展象征性创新而非实质性创新,具体表现为放弃续费已成功申请的

专利[73] 。 省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数据来自智慧芽《2022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创能力报告》。 考

虑到数据可得性,参考以往学者对制度性要素的处理方法[74] ,营商环境作为前因条件以各省份 2017—2020 年

营商环境评价体系的均值进行衡量,数据来自《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 2022》。

参考已有研究[21] ,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四个前因条件和两个结果的三个锚点,即完全隶属阈值、完

全不隶属阈值和交叉点阈值,设置为案例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并采用[85%,50%,
15%]的校准锚点作为稳健性检验。 另外,为了避免在前因条件的案例隶属度恰好为

 

0. 50
 

的组态归属问题,
本文将 0. 50 隶属度减去 0. 001。 各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校准及描述性统计

条件和结果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449. 50 224. 00 62. 00 299. 29 281. 50 4 1
 

079

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16. 33 12. 19 8. 87 13. 61 5. 59 5. 53 24. 67

市场环境 34. 88 30. 37 26. 23 33. 18 11. 15 16. 27 66. 00

政务环境 61. 56 53. 44 49. 81 55. 15 9. 82 28. 35 72. 39

法律政策环境 52. 76 41. 28 34. 11 43. 05 11. 34 22. 22 69. 80

人文环境 76. 56 67. 39 54. 48 62. 69 18. 97 1. 63 85. 83

　 　 五、实证分析

　 　 (一)必要条件分析

参考已有文献,首先对前因条件与结果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 必要性条件指结果发生时始终存在的条

件,依据一致性水平判定。 当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大于 0. 9 时,则称为对应结果的必要条件[21,69] 。

表 2 为通过软件 fsQCA
 

3. 0 得出高水平 / 非高水平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必要性分析的结果。 由表 2 可知,条件

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 0. 9。 这表明单个营商环境条件不是产生区域专精特新企业高水平及非高水平数量 / 质量的

必要条件。

表 2　 必要条件分析结果

前因条件
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市场环境 0. 849 0. 884 0. 235 0. 246 0. 712 0. 788 0. 344 0. 337

非高市场环境 0. 275 0. 264 0. 889 0. 856 0. 401 0. 409 0. 784 0. 706

高政务环境 0. 792 0. 760 0. 360 0. 347 0. 716 0. 731 0. 374 0. 338

非高政务环境 0. 320 0. 332 0. 752 0. 784 0. 351 0. 388 0. 702 0. 686

高法律政策环境 0. 655 0. 665 0. 424 0. 432 0. 630 0. 680 0. 430 0. 411

非高法律政策环境 0. 441 0. 433 0. 671 0. 661 0. 454 0. 474 0. 665 0.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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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前因条件
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人文环境 0. 705 0. 712 0. 384 0. 390 0. 639 0. 686 0. 440 0. 418

非高人文环境 0. 396 0. 390 0. 716 0. 709 0. 458 0. 480 0. 669 0. 621

　 　 (二)组态分析

由于省域层面案例的重要性,在进行组态充分性分析时,本文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

定为
 

0. 8,并将不一致性的比例减少(proportional
 

reduction
 

in
 

inconsistency,PRI)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 70[75-76] 。

此外,现有文献并无定论支持特定营商环境条件影响结果的方向,在进行反事实分析时,本文采取比较谨慎的

选择,假设单个营商环境条件出现与否均可能影响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 软件 fsQCA
 

3. 0 的组态分析将

输出复杂解、简约解与中间解。 同已有研究[75]保持一致,组态分析主要汇报中间解,辅以简约解。 其中,核心条

件与边缘条件的判定参考杜运周和贾良定(2017) [77] 所提出的标准。 最后,本文遵循组态理论化的流程,对发

现的营商环境组态命名,以深化组态理论[76] 。 表 3 显示存在 2 个实现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组态(S1a、S1b),

存在 2 个导致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组态(S2a、S2b);表 4 显示存在 2 个实现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组态

(S3、S4),存在 1 个导致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组态(S5)。

表 3　 实现高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组态 S1a 组态 S1b 组态 S2a 组态 S2b

市场环境 ● ●  

政务环境 ● ●  

法律政策环境 • •

人文环境 • 

一致性 0. 940 0. 986 0. 890 0. 925

原始覆盖度 0. 602 0. 595 0. 529 0. 283

唯一覆盖度 0. 129 0. 122 0. 345 0. 099

总体解的一致性 0. 940 0. 883

总体解的覆盖度 0. 724 0. 629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边缘条件存在,代表边缘条件缺失。 空白代表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表 4 同。

表 4　 实现高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组态

前因条件
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组态 S3 组态 S4 组态 S5

市场环境  ● 

政务环境 ● ● 

法律政策环境  ● 

人文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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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前因条件
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组态 S3 组态 S4 组态 S5

一致性 0. 862 0. 886 0. 824

原始覆盖度 0. 171 0. 395 0. 443

一覆盖度 0. 123 0. 347 0. 443

总体解的一致性 0. 885 0. 82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 518 0. 443

1. 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本文发现 2 个营商环境组态(S1a、S1b)能够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S1a 与
 

S1b 由于核心条件相

同构成了二阶等价组态(18)。 基于简洁地表达、捕捉整体和唤起组态的本质的原则,以及兼顾整体性和独

特性的要求[21,76] ,本文将 S1a 和 S1b 分别命名为“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与“人文支持下市场-

政务驱动型”。
(1)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 组态 S1a 指出以高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高法律政

策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该组态表明,有为政府和有

效市场是中小企业梯度成长的基础保障,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能够对中小企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

用[69] 。 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上海市和浙江省。 以浙江省为例,坚持“人人都是营

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理念,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针对企业的全生命周期

提出 4 个方面、19 个领域的营商环境改革举措。 尤其是自 2014 年以来,浙江省结合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推

动,打造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公共品牌———“浙江制造”。 “浙江制造”品牌的打造,强化了省内的“标准+认

证”,改善了组织学习方式与企业绩效,既使高品质、高水平的追求深入广大中小企业家、消费者的内心,也
引领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奋力成为行业的标杆和领导者。 目前,浙江省共计获批 1079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巨人”,位居全国第一。
(2)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 组态 S1b 指出以高市场环境、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高人文环境为

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该组态表明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要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并辅以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 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

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 以广东省为例,力求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

的商业环境,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 广东省致力于打造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高地和深度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过程中勇当制造业“尖子生”,具备世界一流的先进工厂、全国领先的工业设计能力以及不断优化的产业

结构。 广东省的制造业已走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廉价竞争的“怪圈”,通过制造专业化、结构高端化、增长

“精明化”深深嵌入“武藏曲线”的中间环节[78] 。 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广东省具备了更高起点、更高层次的

对外开放水平[23] 。 同时,广东省政府不断探索通过政务诚信引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道路,已初步建成社

会信用体系基础框架,完善了区域人文环境。 目前,广东省累计获批 881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位居

全国第二。
此外,营商环境生态中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共同导致了组态 S1a、S1b 之间的重叠,基于重叠的前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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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这反映出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与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下,
法律政策环境或人文环境作为辅助条件均可促进中小企业的专精特新发展。 这说明,在市场与政府共生关

系建立的基础上[11] ,营商环境中的“硬环境”———法律政策或“软环境”———人文,具备其中一种便可以推动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增长。 两者(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无须同时存在,即便同时存在也并未成为专精

特新企业数量方面的新助力。 可能的原因是,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集群化程度较高、产业生态趋于完

备,广大中小企业可以获得进一步的增长,已经取得了规模的扩张。
2. 产生区域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出于检验因果非对称性的考虑,本文分析了产生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的营商环境生态,发现 2 个组态

产生区域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且 2 个组态的核心条件相同。 组态 S2a 显示,在市场环境和政务环境为核

心条件缺失且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缺乏的营商环境内,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为非高。 组态 S2b 显示,在市

场环境和政务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且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存在的营商环境内,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同样为非高。 相应组态表明,在丧失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同作用机制后,即使营造公正透明的法律

政策环境,也不利于专精特新企业“量的合理增长”。 具体而言,当地市场竞争失调且当地政府执政能力欠

佳,既无法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实现充分的市场竞争;也无法运用“轻推之手” “帮助之手” “重手”优

化与中小企业成长相关的资源配置[21] 。 在竞争失调、制度缺乏的背景下,即便政府确立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与规章制度,也无法克服其结构性缺陷,将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局面。 在这种情形下,中
小企业的“衰亡”将成为常态,专精特新化发展将成为奢望。

3. 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本文发现 2 个营商环境组态(S3、S4)能够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并将 S3 和 S4 分别命名为“政

务引领型”与“优势均衡型”。
(1)政务引领型。 组态 S3 指出以高政务环境、非高法律政策环境、非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非高市场

环境为边缘条件的营商环境生态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该组态表明,即使在缺乏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的前提下,高效、廉洁、透明的有为政府以

及高水平的关怀有助于专精特新企业降低创新成本、开发创新机会并减小创新风险,不断实现技术突破。
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贵州省。 具体而言,虽然贵州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数据与

信息壁垒等限制市场主体持续创新的客观问题,但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政策,
例如,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加大贵州小企业创业基地和贵州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力度、
支持贵州股权交易中心设立“专精特新专板”,为全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提供专门化、专业化、专项化的

资本市场服务。 专精特新企业专注于利基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创新竞赛中取得先行者优势尤为关键。 上

述相应举措既有保障功能,能够打消企业追求精益求精的后顾之忧,也有监督功能,因为高效的政府监管可

以矫正低质量创新行为[7] 。 因此,以上举措有助于专精特新“小巨人”持续加大创新投入、不断实现技术突

破,为其跃升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目前,贵州省总体营商环境指数在 31 个省级

行政区域中位列第 24,但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平均有效发明专利数为 15. 42 件,排名第 11。
(2)优势均衡型。 组态 S4 指出以高市场环境、高政务环境、高法律政策环境和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

可以充分地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 该组态表明全方位建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

环境、公正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与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即打造具备优势且均衡发展的营商环境将实现专

精特新企业“质的有效提升”。 属于这类营商环境生态的典型省级行政区域为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和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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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 以北京市为例,从“简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监管”四个方面入手,不断完善营商环境生态[18] 。 另

外,北京市大力推进集约集聚发展模式,支持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并鼓励各区给予房租减免、运
行补助等支持。 政府积极采取不同的政策组合,全面鼓励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创新,通过营商环境生态建

设为其提供优渥的创新环境。 因此,专精特新企业能够将注意力与战略资源集中于满足客户需求,并不断

突破“卡脖子”技术、扩充“杀手锏”技术,深挖服务导向与技术导向的“护城河” [79] 。 相关举措将切实降低专

精特新企业的创新成本、为其提供创新机会并减小创新风险,有助于形成利于利基企业成长且高活跃度、高
质量的区域性创新创业生态。 目前,北京市总体营商环境指数在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中位列第 2,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平均有效发明专利数为 24. 08 件,排名第 2。
4. 产生区域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生态

本文探索了产生非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营商环境生态,发现存在 1 个组态可以产生非高专精特新

企业质量。 组态 S5 显示,在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且人文环境为边缘条

件缺失的营商环境内,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为非高。 这说明区域内各营商环境维度都表现不佳时,难
以实现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的有效提升” 。 具体而言,专精特新具有极强的“政府印记” ,即使当地的营

商环境生态亟待优化,每个区域均会选拔一批“小巨人”企业。 相应企业或许在“专” “精” “特” “新”各个

方面均表现良好,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但却很难“更上一层楼” 。 背后可能的机制是,制度劣势终将

转化为企业劣势。 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成长所需的外部资源,并产生独特的、基于地理位置的制度

优势。 隐形冠军企业十分依赖通过制度杠杆能力获得成功[32] ,健全的制度环境将赋予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相对制度优势。 反之,掣肘于制度劣势,在营商环境各方面建设均不足时,专精特新企业的“提质”
将难上加难。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对产生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 参考已有研究[11,74] ,本文首先采

用调整一致性阈值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将 PRI 一致性阈值提升为 0. 75,产生的组态结果与原研究结论

保持一致,仅一致性与覆盖度发生了微小改变。 其次,通过调整校准锚点检验组态的稳健性。 将完全隶属

调整为第 85 百分位数,完全不隶属锚点调整为第 15 百分位数,交叉点不变,得到的组态与现有组态基本一

致。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四)进一步分析

1. 区域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分析

受以往学者[23]研究的启发,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区域间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差异性。 本文首先绘

制了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水平分布图。 如图 2 所示,实线表示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虚线表示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判定标准同前文提及的校准锚点一致,即上四分位数与下四

分位数。 为了探索省域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的协同性与整体

性,本文结合相关理论与研究结果归纳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高质量发展)—非高专精特新企业

数量与质量(非高质量发展)的组态路径,并寻找典型案例。
结合组态 S1a、S1b、S3、S4 可以得知,并不存在可以同时实现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的营商环境组

态,但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可以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结合组态 S2a、S2b、S5 可以得知,存在一个营商环境

组态将同时导致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与质量(S5),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律政策环境为核心条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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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31 个省份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质量水平分布

且人文环境为边缘条件缺失。 聚焦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虽然营商环境优化难以取得“鱼和熊掌兼

得”的效果———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高数量与高质量,但各要素均表现不佳的营商环境将导致“鱼和熊掌兼

失”———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非高数量与非高质量,陷入“低质量锁定”。 有研究表明,仅仅通过改善营商环

境难以实现区域层面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提质,还需要弘扬、激发企业家精神,奏响追求卓越、专注于国际

化的创新创业主旋律[22] ,以强化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2. 区域间对比分析

图 2 显示,具有双低特征的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水平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新疆、青海、西藏等),

具有双高特征的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水平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如广东、上海等);在极值方面,海南省专

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呈现出“量小质优”的特点,浙江省表现为“量大质良”,均表现出了“质”与“量”的不均

衡;大部分省份质与量的发展较为均衡,但与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一定距离。

首先,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实力高度相关。 东部地区近几十年来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

政府不断创新治理职能,助力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突破技术锁定。 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创

新创业活力较低,制度环境处于低稳定性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中小企业很难克服自身存在的资源劣势,

生存率较低。 因此,东部地区,尤其是呈现双高特征的省份,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企业制度,加快

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西部地区,尤其是呈现双低特征的省份,应结合自身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差异性地选

择增量提质路径,针对性、配套性地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切实保护民营企业产权

和企业家权益。

其次,部分省份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出现了“质”与“量”的不均衡。 海南省虽然共计获批 21 家“小巨

人”企业,但企业平均有效专利数量达到 24. 67 件,位居全国第一。 海南省自 2018 年重点围绕旅游业、现代

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即“3+1”产业),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之

路。 同时,更关注细分产业的龙头企业,给予利好的产业政策,并引导龙头企业作为“链主”发挥领军和生态

整合作用。 但实际结果是,领军作用凸显,生态整合作用仍有待加强。 浙江省虽然专精特新企业数量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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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但企业平均有效专利数量排名并未进入第一梯队。 可能的解释是,随着专精特新企业密度的提

升,区域内竞争性的作用大于合法性,一方面竞争性将威胁到中小企业的生存;另一方面,竞争将会抑制创

新。 因此,浙江省应在保持专精特新企业“量的合理增长”的同时,着力打造有利于利基企业的创新生态系

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最后,大量省份专精特新企业质与量的发展较为均衡,但与高质量发展仍存在一定距离。 以湖北省为

例,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方面,整体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呈现重点地区发力冲刺、中小民营主导支撑的

特征。 在前三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中,中型企业占比超过 50%;2022 年公布的第四批“小巨人”中,
小型企业占比约为 56. 1%①。 但从全国专精特新企业的整体发展水平看,湖北省在“质”与“量”方面与双高

省份存在一定差距。 目前,湖北省的产学研机制有待进一步融合深化,虽然高等教育资源集聚,为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但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协同机制有

待完善,尚未形成高效的创新攻坚合力,尤其是大中小企业梯度培养模式有待探索。 产业链不够齐全,新业

态、原创性新兴产业生成能力不够强,虽然着力建设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已经具备研发、转化、生产各环

节所需的产业体系,但各城市间缺乏科学合理的分工合作,影响了创新效率的提升。 “武鄂黄黄咸”一体化

发展有待深入推进,政策普惠、要素流动、资源共享等协同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

　 　 六、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培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在各区域政府注意力

与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差异性地统筹协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政策环境与人文环境,既是优化营

商环境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关键举措。 本文基于复杂系统视角,以省级数据为

样本,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营商环境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了营商环境生态促进专精特新

企业增量提质的多元路径。
首先,单一的营商环境要素并非区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或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政务环境作为核心条

件发挥较为普适的作用。 这说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政府可以因地制宜

地采用“重手”“轻推之手”或“帮助之手”助力中小企业实现专精特新化。 其次,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的路径有 2 条,即“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与“人文支持下市场-政务驱动型”,且法律政策环境

与人文环境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质量的路径同样存在 2 条,即“政务引领型”和“优势均

衡型”。 各地政府应结合当地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情况,确定增量与提质的优先级,进而优化资源配置,充
分发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辐射作用和跃升潜力。 再次,不存在可以同时产生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

质量的营商环境组态,但存在 1 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非高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及质量。 在推进专精

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营商环境优化难以取得“鱼和熊掌兼得”的效果,但是各维度均缺

乏的营商环境将导致“鱼和熊掌兼失”。
 

　 　 (二)研究贡献

在考虑区域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复杂性差异的基础上,厘清了营商环境组态对专精特新企业数量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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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影响路径,为各区域实现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提质,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借鉴,本文的

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中小企业纳入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体系。 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产业环境和历史条件,各类企业

的成长速度及规模必然会有差别,但不同企业的特色可以成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12-13] 。 高质量

发展要求多样性,中小企业应当“有所作为”,通过走专精特新之路,发挥差异性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4] 。

本文厘清了营商环境生态如何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的增量与提质,为不同区域提升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或增加

专精特新企业数量提供理论参考。

第二,探索了围绕专精特新企业的制度逻辑,并基于复杂系统观分析中小企业的成长问题。 制度逻

辑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起着关键性作用[14,34,80] ,本文识别了

导致其数量与质量产生差异的营商环境要素,深化了对区域营商环境与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理解。 以专

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处于复杂、开放的生态系统中,是利基企业的代表,处于不同的生态位,与

枢纽企业、基石企业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能够发生非线性演化[39] 。 本文的研究响应了学界对于复杂

系统研究的呼吁[10,21] ,尝试在宏观层面剖析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作用机制。

　 　 (三)实践启示

本文基于省域营商环境生态与专精特新企业数量 / 质量关系的研究,发现单一营商环境要素不足以促

进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由于营商环境生态的现状差异,不同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也具有差异性。 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促进区域专精特新企业增量提质的营商环境组态,并为不同区域

加快实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主要有以下两点管理启示:

第一,地方政府应统筹协调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质与量的协同发展。 目前,大部分省份的专精特新企

业在数量与质量上存在不平衡的问题,而这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壁垒,不利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此外,中

小企业具有集群化成长的特征,在梯度培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马太效应”。 目前,各地政府已高

度重视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工作,提供房租减免、运行补助等支持,部分省份还对迁入当地的“小巨人”企业提

供一次性奖励,支持其吸引上下游企业同区域落地。 然而,相应政策只能带来增量,在提质方面的作用较

小。 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与质量需要协调发展,各区域可以通过把握差异化的营商环境组合,有侧重

地实现增量或提质。

第二,完善梯度培育体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 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也有助于为其他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所有的中小企业都应该从

专精特新中得到启示,但具体到某个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之路应具有特殊性。 政策制定者应当明确,不存在

围绕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的“良方秘药”与“一刀切模式”。 培育工作突出地区的成功经验可以学习、借鉴,但
不可复制。 各地政府可以策略性地选择工作重点,结合当地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产业基础等实际条件,实
施有效的梯度培育政策,最大限度地打造具备制度优势的营商环境生态,助推中小企业成为专精特新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成为“单项冠军”“领航企业”。

　 　 (四)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首先,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聚焦省域层面的

专精特新企业培育问题,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将其拓展到市域甚至县域层面,以获得更具细粒度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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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践启示。 其次,由于政策的实施窗口,本文基于前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静态数据,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并且无法获得动态性的结论,未来可以开展时序性的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大样

本的面板数据分析。 再次,在衡量区域专精特新企业质量方面,本文仅分析了其创新产出,未来还可以纳入

研发投入、创新效率、国际化、专注度等指标来评价区域专精特新企业的质量。 最后,本文聚焦于专精特新

企业,并未探讨非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营商环境生态的差异化需求,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在多大

程度上区别于非专精特新企业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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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Quantity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Specialized,
 

Refined,
 

Unique
 

and
 

Innovative
 

Firms
—Based

 

on
 

the
 

fsQCA
 

Method
XIA

 

Qinghua,
 

ZHU
 

Q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1)

Abstract:
 

Incubating
 

specialized,
 

refined,
 

unique
 

and
 

innovative
 

( SRUI)
 

firms
 

can
 

help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
 

chain,
 

build
 

great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ength,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s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reasonable
 

growth
 

of
 

quantity.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across
 

China.
 

Shaping
 

a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can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alleviat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UI
 

firms.
 

How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o
 

facilita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UI
 

firms
 

is
 

a
 

pressing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problem.
This

 

paper
 

starts
 

from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and
 

takes
 

31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as
 

samples.
 

It
 

qualitativel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onfiguration
 

effect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exploring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igurations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how
 

four
 

important
 

antecedent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ory,
 

namely
 

market
 

environment,
 

government
 

environment,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
 

synergistically
 

affect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provincial
 

SRUI
 

firm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cubation
 

of
 

SRUI
 

firms
 

within
 

and
 

between
 

region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it
 

summarizes
 

the
 

configuration
 

paths
 

that
 

generate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high / not
 

high
 

SRUI
 

firms,
 

and
 

searches
 

for
 

typical
 

case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a
 

single
 

business
 

environment
 

element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quantity
 

or
 

quality
 

of
 

regional
 

SRUI
 

firms,
 

but
 

the
 

government
 

environment
 

plays
 

a
 

universal
 

role
 

as
 

the
 

core
 

condition.
 

Second,
 

two
 

paths,
 

market-government-driven
 

with
 

the
 

support
 

of
 

laws
 

and
 

policies
 

and
 

market-
government-driven

 

with
 

the
 

support
 

of
 

humanities,
 

can
 

lead
 

to
 

the
 

high
 

quantity
 

and
 

high
 

quality
 

of
 

SRUI
 

firms,
 

respectively.
 

Moreover,
 

the
 

legal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re
 

substitutable,
 

and
 

there
 

are
 

also
 

two
 

paths
 

leading
 

to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SRUI
 

firms,
 

namely
 

the
 

government-led
 

type
 

and
 

the
 

advantageous
 

and
 

balanced
 

type.
 

Third,
 

there
 

is
 

no
 

single
 

configuration
 

that
 

can
 

simultaneously
 

generate
 

the
 

high
 

quantity
 

and
 

high
 

quality
 

of
 

SRUI
 

firms,
 

but
 

there
 

is
 

one
 

configuration
 

that
 

can
 

produce
 

non-high
 

quantity
 

and
 

non-
high

 

quality
 

of
 

SRUI
 

firms.
This

 

paper
 

incorporat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 SMEs )
 

into
 

the
 

researc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SRUI
 

firms,
 

and
 

analyzes
 

the
 

growth
 

of
 

SMEs
 

based
 

on
 

a
 

complex
 

system
 

perspective.
 

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regional
 

SMEs,
 

this
 

paper
 

clarifies
 

different
 

impact
 

path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s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RUI
 

firms,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RUI
 

firm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thus
 

assisting
 

i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may
 

inspire
 

local
 

governments
 

to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RUI
 

firms
 

in
 

terms
 

of
 

quality
 

and
 

quantity,
 

improve
 

the
 

gradient
 

cultivation
 

system,
 

and
 

foster
 

a
 

business-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technology-based
 

SME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specialization,
 

refinement,
 

uniqueness
 

and
 

innovation;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stitution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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